柳无垢也陪同宋庆龄北上出席了开国大典后续
■ 汤  雄
2014年12月总第30期《吴江文史资料》发表了我的《柳无垢也陪同宋庆龄北上出席了开国大典》一文后，我仍感意犹未尽，因为上述种种求证，从严格意义上说，仅是旁证，并非权威！有关柳无垢究竟有无陪同宋庆龄北上参加开国大典，仍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究的谜。根据2014年5月9日下午柳教授在电话中的提示，要解决这个谜，看来只有从现存北京现代文学馆中柳无垢亲笔写下的六万字中文自传手稿中得到答案了。

　　就在笔者为此苦苦思索的时候，2015年3月28日，笔者欣喜地收到了时年77岁的柳教授从南京寄来的亲笔信！全文如下：

　　汤雄先生：
　　你好。去年五月，你曾通过电话和信件和我联系，希望了解1949年我的母亲（柳无垢）陪伴宋庆龄去北京参加新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的情况。我曾告诉你，母亲留下过一份自传，里面有比较详实的记述，自传的手稿保存在北京的现代文学馆。去年年末，我把部分母亲的遗稿（包括上述自传）编辑了一本《柳无垢文选》，内部印刷。如果你现在还需要相关资料，可以给你一本。

　　每年冬天，我都要去海南过冬，因为《柳无垢文选》在行前才印就，没有来得及告诉你。现在我已回到南京，特此奉告。
在你的来信中附有一张照片，你曾问及那位扶着宋庆龄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女同志是谁。从母亲的自传里提供的信息分析，似应当是“阿曾同志”（曾宪植，时任中国妇联副秘书长，叶剑英元帅夫人。笔者注）。实际上，当年围绕着宋庆龄北上，有几路“人马”随行，有华东局的人员（主要是后勤联络），有北京的接待人员，还有宋庆龄指定的随行友人。“阿曾同志”是妇联的干部，属北京的接待人事，我的母亲应属后一人群，解放前，宋庆龄隐居上海，和中共没有直接联系，北上时自然需要熟识的友人相伴，好有交流、商量的对象。这是我对当时各方关系的看法，仅供参考。                   　　祝

　　好！
                                                  柳光辽

                                              2015·3·25    

　　原来，柳教授在2012年把《柳无垢自传》交北京现代文学馆永久保存前，已把全文复制在了家中的电脑中！2014年5月9日我与他通电话求证一事，增加了他把《柳无垢自传》编印成书、留传后人的信心，于是，他夜以继日、挑灯夜战，完成了这部六十万字的《柳无垢文选》的编辑工作，并印了200册。

　　当我收到他这封来信时，我心中那种高兴劲，难以言表。
　　2015年4月4日，柳教授如约向笔者寄来了一部他编印的厚厚的《柳无垢文选》。笔者如获至宝、如饥似渴地通览了全书，并终于从“柳无垢自传”一章中，读到柳无垢对这段往事的回忆，找到了她当年究竟有没有陪同宋庆龄北上的疑问的最为权威的解答。

　　现摘抄如下：
　　七一的前两天，孙夫人派人送来她的一首自由体的英文诗，要我立刻译成中文。这是她为中国共产党28周年诞辰写的颂词——后来由邓颖超在七一晚会上代为朗诵。过了两星期，她来信约我到她家中去，对我说，她不久将到北京去一趟，又说她希望我到她的福利基金会来工作，我表示我一时还不能离开美国领事馆。过了两天，她来信说，她希望我能伴她到北京去，要我在两天内答复她。我拿着她的信去找陈虞孙，由他把信交给夏衍看了，夏衍写介绍信叫我去找邓颖超，邓大姐为我打电话给章汉夫，取得后者的同意，表示欢迎我陪联夫人北行。于是，我一面答复孙夫人，说我愿意陪她北上，一面安排向美国领事馆请假——按领馆的规定，每工作一年，可以休息一个月。
　　行期几经延搁，终于，在9月里的一个晚上，我跟随着孙夫人和邓大姐，坐火车到北京去。

　　当我陪着孙夫人踏上开往北京的专车时，我还不知道自己此行的中心任务。自己对人、对工作的特点是，满怀热情，但却缺少周密考虑。在参与一项工作时，往往很少考虑个人的得失，只觉得我应该做，并且要把它做好：事先往往不去想想自己是不是适宜件事，能不能把它做好。由于出身和生活环境的单纯，处世经验少，更由于没有系统地阅读马列主义书籍，做事全凭热情，不善于对一个新环境或一件新工作在事先或在实践过程中作周密的思考，把握它的实质及发展规律，从而妥善地应付环境、处理工作。这是我极大的缺点。在美国的时候，我在工作中的挫折，甚至在恋爱问题上的挫折，都未曾使我吸取经验教训，克服主观，客观地认识事务，冷静理性地处理问题。因此，我是糊里糊涂地走上火车伴同孙夫人北行的。我曾向孙夫人说，我恐怕做不好她要我做的事。她说，我用不着做什么事，只需陪陪她，有时替她翻译一些文章，只此而已。我没有想因此而得到什么‘地位’、‘荣誉’，相反，我还曾要求邓大姐请新华社播发孙夫人北行消息时不要引用我的名字，因为我尚受雇于美国领事馆，不要使雇主不满。自然，我的确私心喜欢，因为我有机会到解放了的北京去，可以看到许多新事物，可以和久别的父亲母亲重聚。
　　现在回想起来，能陪孙夫人北上，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在北京火车站看见毛主席；一路上，在南京见到粟裕将军，在济南见到过康生；抵达北京后第一个晚上，在中南海的宴会上认识了中共中央的一些领导人。我更因此获得难能可贵的机会，旁听政协会议，参加开国典礼。我在一些历史性的场合所感觉体会到的，我更将永生不忘。
　　柳无垢在自传的第十一节《北京行》中，还详细地描述了她陪同宋庆龄来到北京后激动人心的所见所闻：
　　当政协代表们在暮色苍茫中集合在天安门广场，周恩来在肃穆的气氛中宣布为革命烈士行立碑奠基典礼，第一铲土撒上碑基时，热泪润湿了我的双眼，我想到我所认识的为革命而牺牲的战友们，也想到我所不认识的遭难的烈士，深深体会到革命从起义到成功这一漫长曲折过程中的艰辛。当十月一日下午，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五星红旗徐徐上升时，热泪又充满我的眼眶：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
　　至此，有关柳无垢陪同宋庆龄北上参加开国大典的谜团，已由柳无垢当年的亲笔自传，作出了最权威的解答。
　　如今，我所深入探究所获的这段极其重要的史实，已引起了中国福利会直属的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宋庆龄研究会主办的《孙中山宋庆龄动态研究》的高度重视，这是笔者为此深深地感到欣慰与自豪的。
